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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蔡元培在上海发起光复会，并任会

长，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为宗旨，同时还亲自参与研制武器等。彰显了这位

被后世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教育家勇烈

的一面。

这固然应归因于晚清特定时代风云的激励，但

也同样可以隐约听到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精神的远古回响，由此可见文化精神穿越时空的巨

大能量。

一、亦“剑”亦“箫”：江南文化精神的意象提炼

追本溯源，孕育和兴盛于长三角地区的江南文化

主要是由先秦吴越文化所奠定的。春秋时代，越王勾

践与吴王阖闾、夫差父子通过相互征战，终至跻身“春

秋五霸”行列，分别确立了吴越文化的两大支系，同

时也是长期影响后代江南文化的两大渊源。

然而由于吴越远离中原文化中心，普遍

崇尚“断发文身”之习俗，具有好剑尚武之精

神。而后至东晋建都建康，终于通过南北

文化的深度融合，而实现了由武而文、

由刚而柔的历史性转变。但是这种

好剑尚武之精神不仅没有真正消失，而

且会在重大历史转折中出现周期性的爆发，

于是形成了“武——文”、“刚——柔”的二重变奏。

由江南文化精神“武——文”、“刚——柔”的二重

变奏，不禁联想到反复重现于近代江南名士、启蒙思想

家龚自珍诗中的“剑——箫”这对核心意象，其中最

为典型的是作于清代道光三年（1823）的《漫感》诗：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

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与“剑”相联的是壮烈、阳

刚、豪放；与箫相联的是灵性、阴柔、婉约。“剑”喻抱负，

“箫”喻诗魂；“剑”喻狂放，“箫”喻缠绵，由此构成壮怀

报国之剑气与幽情赋诗之箫心的奇妙组合。

“一箫一剑”，这所体现出的吴越文化好剑轻

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剑”的精神，与江南

文化的另一种精神——“箫”的精神的组合，诚为深

入探索两位诗人隐秘心曲的核心标识，同时也有助

于更好地把握和辨析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变奏。

二、先“剑”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演变

江南文化精神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与两

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有关。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春秋时代。吴、越跻身“春秋

五霸”行列既是始于西周的吴越列国文化迅速崛起并

结出辉煌成果的重要标志，同时也由此确立吴越文化

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剑”之精神核心。

的确，从春秋时代吴、越国铸剑业的高度发达来

看，隐藏在其背后的也是民风的强悍与尚武精神，因

为铸剑业的发达既需要精湛工艺的支撑，但更需要

民风好尚的激励。但相比之下，以越国尚武精神更

为强烈，《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有载齐国“先君有

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左传·定公十四年》有

载越王勾践在槜李之战中启用一群囚犯跑到吴军阵

前，站成三排，一阵狂呼，然后引颈自戕，最后导致阖

庐兵败身亡；至于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后，卧薪

尝胆，复仇雪耻，最后消灭吴国，称霸中原，更是经过

不断的重述与传播而家喻户晓、代代相传。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六朝时期，由“永嘉之乱”而

引发的北方移民大浪潮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晋室南

渡，建都建康，中国文化轴心首次出现南北转移。

在吴越本土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的交融与重

建的过程中，南迁的北方士族与江南优美山水的交

融，为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逐步注入了“士族精神、

书生气质”，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

《入朝曲》）更多地趋于对清谈内敛与入世享受两相

交融的审美追求，这一由武而文、由刚而柔亦即由

“剑”而“箫”的重大变化，也正好反映了从远古吴越

文化向新的江南文化的历史性转型。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谓西晋末“永嘉之乱”、

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难”，为逼使中国

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如果说第一次波澜标

志着由古老吴越文化催生和发展为新型江南文化，

以及“剑—箫”精神转型的初步完成，那么，其后的

两次波澜即是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向前推进，至南宋

之后终成定局。

三、南“剑”北“箫”：江南文化精神的空间差异

在江南文化精神亦“剑”亦“箫”的二重演绎中，

与时间上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相呼应，在空间

上则呈现为南“剑”北“箫”的地域差异。

由于吴越地理相邻，语言相通，文化相融，所以后

人以吴、越之文化并称为吴越文化。但比较一下南

越北吴的地域特点，越地多山，相对封闭；吴地多水，

相对平坦，所以吴地民风稍显平和，而越地民风则更

为强悍。再就与中原文化关系而论，北吴较之南越

与中原地缘更近，也更易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与影

响。从公元前1123 年周太伯携弟仲雍逃到荆蛮句

吴，建立吴国，“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

南礼乐，实始基焉。”（东汉吴郡太守麋豹《泰伯墓碑

记》），到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使鲁，在鲁国观乐所

显示的非凡音乐素养，都可证明吴国在与中原文化

互动相融中深受后者的影响。以此反观越国，无论

是《吕氏春秋·遇合篇》谓“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

角、宫、徴、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还是

《越绝书》载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

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都可证明说明越国

更注重本土文化，也更坚守自己的土著特色。

然后至六朝时期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

南迁江南，也是江南北部的吴文化传统最先受到中

原文化的深度改造，中经南宋建都临安的第二次全

国文化中心南迁江南，再到明代以首都—陪都南京

引领江南文化走向鼎盛，以及近代之后全国文化中

心的东移上海并进而发展为海派文化，都充分凸显

了江南文化精神南“剑”北“箫”的空间差异。

四、内“剑”外“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

就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而言，最为核心的

是内“剑”外“箫”。

从春秋到六朝时代，江南文化精神在完成由“剑”而

“箫”的历史性转型之际，也同时实现了内“剑”外“箫”的历

史性重构。

每当社会变局之际，这种尚武精神基因与原型

就会被迅速激活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即便在

“箫”多于“剑”的吴文化区域，暂且不论元末常州以

2 万义军坚守半年抵抗 20 万元军的围攻，清初惨遭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际，两地居民却爆发出

了如此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也不论东

林、复社文人群体前仆后继、反抗专制的铮铮铁骨，

即便如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江南才子，也是华艳

其外，傲骨其中，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意识。

此乃内“剑”外“箫”、似“箫”实“剑”也。

到了近代的江南文化，也是在由“剑”而“箫”的

整体趋求中，充分彰显了独立、自强、爱国的精神面

貌，直至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为标志的红色文化的兴

起，都充分彰显了海派文化精神的另一层面——

“剑”的精神。尤其是在近代古越绍兴，蔡元培、陶

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一批光复会中坚组织秘密暗

杀、武装暴动以及其他方式的反清斗争，也可以说

完成了从传统江南文化的“剑”精神与红色文化的

衔接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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